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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自由主義民主社會裡，公民經常對社會制度和公共政策抱持歧

見，因而穩定性問題對所有當代多元社會構成重要的挑戰。我們必須

正視並加以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促使抱持不同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公

民，自願接受並遵守重要制度和政策的規範？本文的目的在於闡明，

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觀如何及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確保多元社會

的穩定。筆者將指出，公共審議可以發揮集思廣益、轉換個人偏好、

促進相互尊重、為決策結果賦予正當性的功能，故可縮小政治歧見的

範圍，促使公民更願意支持並遵守最後的決議。而古德曼和湯普森的

審議動態性主張亦有助於確保穩定。然而，他們的理論缺乏可行的實

作機制，須輔以這類機制的設計，才能真正實現公共審議的穩定性功

能。

關鍵詞：審議民主、穩定性問題、古德曼、湯普森、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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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當代自由民主社會裡，人們對許多重要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

提案普遍有著分歧、對立的看法。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當政府提出政

策規劃後，反對人士便發動輿論抨擊，甚至號召民眾走上街頭，以抗

爭手段要求政府改變政策。以台灣為例，是否要拆遷樂生療養院來興

建捷運機電廠、核四廠存廢、《兩岸服貿協議》的簽署等爭議，都是

典型的例子。當持不同立場者彼此惡言相向，甚至在抗爭中發生衝

突，都將造成民心的不安與社會秩序的混亂。

對於一些涉及更深層宗教或道德信念的公共政策，例如死刑存

廢、墮胎與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等，引發的社會衝突更為嚴重。以「墮

胎是否應合法化」這個議題為例，它在美國社會已爭論了數十年，支

持與反對墮胎的人士皆態度堅定，絲毫沒有妥協的餘地。甚至曾發生

反墮胎人士對前往墮胎診所的婦女與執行手術的醫師，施以威脅或暴

力手段的事件。1 這顯示出，有關公共政策的歧見及其引發的衝突不

僅存在於輿論層面，也可能對民眾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

上述現象凸顯出穩定性問題（the problem of stability）的重要

性。它要探討的是：當公民對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有著分歧看法時，

該如何促使他們願意接受並遵守最終政策決議的規範？事實上，無論

一個社會採取何種體制，確保這個意義下的穩定都是最重要的目標。

1 例如，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談到，有反墮胎人士曾架設名為墮胎倡
導者的紐倫堡檔案（The Nuremberg File）之網站，裡面公布了一份「聲稱是
墮胎倡導者及其同謀」的長串名單。這份名單包括曾執行墮胎的醫師姓名、

住址、醫師執照號碼、配偶和小孩的姓名。此外，這個網站裡還貼出附有醫

師照片的懸賞佈告，其中有三名醫師後來遭到殺害。當醫師被殺後，該網站

就顯示一條線劃掉他的名字。參考 Sunstein（2001: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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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如果人民普遍不接受或不願遵守重要制度和政策的規範，

或者不願促進維持這些規範的各種條件，那麼便可能減低人們從事公

平合作的意願，甚至可能危及該社會的和諧秩序與存續。然而，採取

憲政民主體制的國家還面臨一個特殊的困難：由於憲法賦予人民享有

言論、信仰與結社等基本自由，所以公民在一定限度內，可以充分表

達他們對公共政策的不同意見，政府不可以任意運用強制性權力來壓

制異議。因此，當代憲政民主國家面臨的是「多元社會」的穩定性問

題之挑戰：當公民出於不同的道德觀與價值觀，而對社會制度和政策

持有對立的意見─本文稱之為「政治歧見」─時，在排除壓制手

段的情況下，要如何確保人們願意接受並遵守最後制定出來的政策規

範呢？

筆者認為，近年西方政治哲學界興起的審議民主思潮，可以為

多元社會的穩定性問題，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2 本文的目的即在於

闡明，審議民主理論「如何」及「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確保多元社

會的穩定。第二小節將說明本文欲探討的穩定性問題之意涵，以及

產生政治歧見的主要原因。第三小節則以古德曼（Amy Gutmann）

和湯普森（Dennis Thompson）在《民主與歧見》（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1996，以下簡稱此書為 DD）和《為什麼要審議民

主？》（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2004，以下簡稱此書為 WDD）

中提出的審議民主理論為焦點，說明其中跟確保穩定性有關的重要主

張。在第四小節裡，筆者將分析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觀如何能夠

2 本文並非主張審議民主是多元社會穩定性問題的「唯一」解決之道。事實

上，除了這種理論進路外，仍有政治哲學家採取其他方式，嘗試解決多元社

會的穩定性問題。例如，羅爾斯（John Rawls）訴諸社會正義原則層次的論
證來解決穩定性問題。對羅爾斯的穩定性論證之討論和批評，可參考 Barry
（1995）、Lync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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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多元社會的穩定。本文將指出，公共審議能夠產生五種重要的

穩定性功能，包括集思廣益的效果（brainstorming effect）、轉換效果

（transformative effect）、教化效果（moralising effect）、正當化效果

（legitimatizing effect），以及審議動態性的穩定化效果，有助於提高

公民接受並遵守政策決議的意願。然而，批評者認為，審議可能擴大

政治衝突，故無助於確保穩定；並且，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觀

缺乏制度設計，僅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論，實際上無法發揮穩定作

用。本文最後將評估批評者提出的這兩種挑戰，進而指出審議民主理

論在維繫多元社會穩定性方面存在的限制，以及可能的改善辦法。

二、穩定性問題與政治歧見

在探討審議民主理論如何能夠促進多元社會的穩定之前，首先必

須說明本文欲探討的「穩定性問題」之意涵。

（一）出於正當理由（right reasons）的政治穩定性

一個社會的穩定可以展現在許多面向，例如經濟、政治、國防安

全等， 3 而本文欲探討的是政治面向的穩定性問題，筆者稱之為「政

治穩定性」。林區（Sterling Lynch）把這個面向的穩定性區分為五

3 必須澄清的是，這裡所謂「經濟層面」的穩定性，指的是追求工商業發展

與國民所得成長所帶來的社會穩定。至於因經濟資源分配而導致的公共政策

爭議，仍屬本文欲探討的政治穩定性問題之範圍。當代社會的許多政策爭議

（例如健保改革計畫），都涉及到人們對於經濟資源分配的政治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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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層次，包括：組織該社會的政治道德原則（例如社會正義原

則）層次、特定政治社會（例如所屬國家）層次、特定社會制度的

層次、社群裡的人際互動層次，以及多數決投票的共同決策結果層

次（Lynch, 2009: 76-77）。本文欲探討的是社會制度層次的穩定性問

題：即在公民對社會制度和公共政策存在政治歧見的情況下，如何能

夠促使他們願意接受這些制度的規範，依其所要求的方式來行動？4 

就此而言，穩定性展現為多數公民認可且自願遵守社會制度和政策。

此外，本文欲探討的政治穩定性，不是奠基在暫訂協議（modus 

vivendi）之上，而是羅爾斯（John Rawls）所謂「出於正當理由的穩

定」（Rawls, 1996: xxxix）。「暫訂協議」的典型用法發生在兩個國家之

間的目標和利益發生衝突時，雙方根據自身利益及彼此政治權力的現

存平衡點達成協議，守約對各自都有好處。不過一旦情況有所改變，

某一方獲得較大的權力優勢時，則此一平衡點便會消失，取得優勢的

一方將不再願意遵守協議的結果（Rawls, 1993: 147）。假設人們只是

把法律和公共政策視為暫訂協議而接受相應的規範，那麼這樣的穩定

性將可能隨著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動而消失（本文將在第四小節的第五

部分進一步探討暫訂協議和穩定性之間的關連）。而「出於正當理由

的穩定」要求的不只是社會成員願意接受並遵守制度規範，他們還必

須是基於符合道德的理由，發自內心地自願遵守。就此而言，出於正

當理由的穩定性跟適當的理由和內在動機有關。

最後，本文欲探討的是當代採取憲政民主體制的自由主義社會所

面臨的穩定性問題，而無意擴及所有類型的社會。不同的政治體制可

以採取不同的穩定化措施。在一個採威權獨裁政體的社會裡，政府可

4 本文對政治穩定性問題之定義，參考了貝瑞（Brian Barry）的主張。參考
Barry（1995: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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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強迫、操弄或控制公眾意見的方式來達成政治穩定，但採憲政

民主體制的社會卻不允許政府這麼做。於是，當公民對社會制度和政

策持有深刻歧見時，若排除訴諸強迫或操弄的手段，該透過何種方式

確保人們自願接受並遵守最後制定出來的政策規範，便成為憲政民主

社會必須正視並試圖加以解決的重要課題。

要解決多元社會的穩定性問題，我們必須思考人們為什麼會抗拒

公共政策規範，因而造成政治的不穩定。筆者認為，這跟公民經常對

重要政策有著廣泛且深刻的政治歧見有關。儘管歧見並非不穩定的充

分條件，不過，在多數政策爭議裡，它仍是造成不穩定的最重要來

源。以下將分析公民為什麼會產生政治歧見的四種原因。

（二）政治歧見的根源5

1.資源的匱乏

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資源的匱乏」一直是人與人之間產生衝突

與歧見的重要原因。器官移植的分配正義議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有

許多病患亟需進行器官移植才得以延續生命，但卻沒有足夠的捐贈器

官，可滿足所有移植需求。於是，對於該如何分配可供移植器官的政

策便會產生爭議和歧見（DD: 23）。其他像是社會福利政策、健保政

策對醫療資源的分配等爭議，也跟現有資源的匱乏有關。

5 此處對政治歧見的四種根源之區分，參考了古德曼和湯普森的主張。他

們指出的四種原因包括：自利的誘惑、資源匱乏和有限的慷慨、不相容的價

值、不完全的瞭解（DD: 18-26）。筆者對此做了部分調整，以期更充分地說
明政治歧見的來源。首先，筆者將「有限的慷慨」納入「自利的考量」中。

其次則把「不相容的價值」納入「價值衝突」，另外在此項下納入「不同的

價值排序」。最後，筆者把「不完全的瞭解」納入「判斷的負擔」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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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利的考量

休謨（David Hume）指出，人與人之間產生衝突的另一個原因

在於人類心靈的重要特性：自私和有限的慷慨。多數人都愛自己更勝

過愛其他任何人，也會依據親疏遠近的不同，對他人展現不同程度的

關懷（Hume, 2000: 313, 317-318）。就此而言，人是利己的，傾向促

進自己或所屬團體的最大利益。我們把這樣的人性事實稱為「自利的

考量」。

當代社會有許多政治歧見即出於自利的考量。在判斷是否接受某

個公共政策時，許多人考慮的是該政策對個人或所屬團體的利益造成

何種影響。例如，在台灣二代健保研擬調漲保費的政策爭議裡，我們

看到，就算健保局連年虧損，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面臨破產危機，但多

數民眾都表示不願意多繳保費，仍要求享受同樣水準、甚至是更好的

醫療服務。而部分立委則基於選舉考量，不願積極審查二代健保的法

案。許多類似的案例顯示出，個人或團體利益的考量可能影響人們對

公共政策採取的立場，但不同人之間的利益可能彼此衝突，因而引發

政治歧見。

3.價值衝突

除了自利的考量外，很多深刻的政治歧見來自個人抱持的不同全

面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s）。所謂「全面性學說」指的是一

些宗教、道德或哲學學說，其探討範圍涉及人類整體生活的價值及個

人、家庭與結社關係的理想等廣泛主題（Rawls, 1993: 13）。這些學說

有其特殊的理論主張和形上學意涵，它們組織並表達出各式各樣的價

值觀與道德觀。由於不同的全面性學說形塑出不同的特殊價值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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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得民主社會存在著多元價值。羅爾斯把這種合理全面性學說及其

相應價值觀的多樣性現象稱為合理多元的事實（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Rawls, 1993: 36）。一旦公共政策的爭議涉及不同學說主

張或價值觀之間的衝突時，就可能產生政治歧見。

我們可以把價值衝突區分為兩類：「不同的價值排序」及「價值

的不相容性」。首先，許多公共政策的爭議來自人們對各種價值的重

要性有著不同的排序。以環境議題為例，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伴隨著

許多價值，包括礦藏與資源的使用價值、環境帶來的舒適愉悅感、美

的價值、歷史價值、對地方的情感等（Hayward, 1995: 218-219）。在

許多涉及自然環境的政策爭議裡，上述環境價值可能跟經濟價值產生

衝突，而這些環境價值彼此之間也可能發生衝突。此時，如果人們對

各種價值的優先順序持不同看法，就會導致歧見。例如，在台灣，關

於是否要興建蘇花高速公路的政策爭議便反映出不同的價值排序：反

對興建者把環境的美或對地方的情感視為最優先的考量，而贊成興建

者則比較重視經濟價值、安全或便利的交通運輸等價值。

除了不同的價值排序外，更難以克服的價值衝突則來自價值的不

相容性。例如，墮胎合法化的政策爭議源自「胎兒生命權」和「婦

女自主權」這兩種不相容的價值。羅馬天主教會和生命權運動（Pro-

Life）的支持者認為，胎兒自受孕開始就是「人」，墮胎無異於謀殺，

故應立法禁止。但選擇權運動（Pro-Choice）的支持者則認為，胎兒

（特別是三個月以內的胎兒）只是懷孕婦女身體的一部分，故應立法

保障婦女有處置自己身體（即墮胎）的權利。在這個爭議中，若允許

墮胎合法化，可保障婦女自主權，但卻剝奪了胎兒生命權這個價值。

相反地，若立法禁止墮胎，雖可保障胎兒生命權，不過卻必須犧牲婦

女的自主權。兩種不相容的價值導致雙方陣營難以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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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斷的負擔（the burdens of judgment）

許多公共政策和法律都牽涉到相當廣泛且複雜的背景知識，由於

人類有限的認知能力無法完整瞭解所有影響因素，於是對政策和法律

產生歧見。古德曼和湯普森稱之為「不完全的瞭解」。羅爾斯進一步

指出，「判斷的負擔」導致更廣泛的政治歧見。它指的是人在做判斷

時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用以做判斷的證據經常是

複雜或衝突的、不同人對相同證據有不同的衡量比重、人類擁有的概

念在某種程度上是模糊的且這些概念被運用在困難的情況中、對證據

和價值的評估會受到個人整體生活經驗的影響、存在許多極端不同的

規範性考量等（Rawls, 1993: 55-58）。由於沒有人能夠完全擺脫這些

因素的影響，所以即使人們針對公共政策真心誠意的交換意見、自由

討論，仍會做出不同的判斷，因而產生歧見。例如，近年來引發高度

爭議的核四廠存廢問題，便反映出判斷的負擔所導致的政治歧見。對

於核電廠的安全性、核廢料的處理與儲存措施的妥當性、替代能源能

否充分因應供電需求、停建核電廠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等問題，皆涉

及非常複雜的專業知識與經驗證據，一般人僅能取得片面的瞭解，因

而對核四廠存廢的政策抱持相當兩極化的立場。

筆者認為，若要確保多元社會的政治穩定，則必須透過某些理論

主張或實作措施，盡可能減低上述四種產生政治歧見的原因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縮小歧見的範圍。假設在某些政策爭議裡，始終無法化解

歧見，那麼這些理論主張或實作措施則必須促使人們（特別是最後的

決策結果不符合其立場的那些人）產生適當的動機，願意接受並遵守

最終政策決議的規範，才能確保穩定性。對此，審議民主理論可以提

供適當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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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倡議審議民主的學者包括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古

德曼、湯普森、波曼（James Bohman）、柯亨（Joshua Cohen）、班哈

比（Seyla Benhabib）等人。在各種學說之中，筆者選擇以古德曼和

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作為探討對象。他們明白表示，其理論目標是

要「為處理政治上的道德歧見提供最可證成的觀念」（WDD: 10），這

跟本文欲探討的主題─多元社會的穩定─之間，具有密切的關

連。

三、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觀

艾爾斯特（Jon Elster）曾指出，「民主」的最重要精神是：「集體

的決策乃經由所有會受該決策影響的人們或其代表的參與而產生」

（Elster, 1998a: 8）。就此而言，民主的概念重視政治平等的價值，它

要求公共決策必須出自所有人的參與。不過，這樣的平等參與可採取

不同的形式：公民（或其立法代表）可以訴諸個人的現有偏好來投

票，他們也可以參與政策的討論過程後再進行投票。前者構成「加總

民主觀」（aggregative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的決策模式，後者則

呈現出「審議民主觀」之立場。以下將首先說明加總民主觀的基本特

徵及可能產生的問題，而後再分析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觀的基

本主張。

民主的概念凸顯公民「自我統治」（self-government）的理想，當

它落實在實作層面時，便是訴諸多數決的投票程序（包括代議制裡的

多數決，以及公民投票、公民複決等直接民主的制度性措施）來決定

公共政策。就此而言，民主政治的典型特徵是：在制訂法律或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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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時，由公民或其立法代表針對各種方案進行投票，依照多數決的結

果做出最終決定。

這種「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多數決程序能夠保障個人的政治

平等。然而，由於採取不記名的秘密投票方式，一般認為，這種匿名

投票的結果通常是：因為投票者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做辯護，所以多

數人將傾向基於自利的考量來投票，而不會考慮什麼是對社會整體較

好的決定。若此，則民主投票將成為加總個人利益與現有偏好的一種

決策機制。個人或其立法代表把票投給對自己或所屬團體最有利的提

案，由獲得最多人支持的提案贏得勝利。古德曼和湯普森把這種傳統

民主模式稱為「加總民主觀」（WDD: 13）。

在加總民主模式裡，民主就是透過讓人民最大可能地滿足個人偏

好來實現民治（rule by the people）的理想（McAfee, 2004: 45）。其背

後蘊含的是「政府應平等考量每個人的利益」這個自由主義的基本原

則。並且，它把個人現有的偏好等同為他的利益。因此，當政府在制

定攸關眾人福祉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時，將根據所有偏好的加總結果來

做決策。然而，這種決策模式可能產生以下問題，它們將對多元社會

的穩定產生不利的影響。

加總民主觀最嚴重的問題是，多數決的投票結果可能形成多數

暴力（the tyranny of majority）。這是因為，這種民主模式僅著重程

序性原則，且不要求人們為自己的偏好提出證成理由。於是，以多

數人的偏好作為集體決策的基礎，有可能得出違反少數人權利的決

策結果。美國加州在 1994年以公民複決方式通過的「一八七提案」

（Proposition 187）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項提案拒絕政府為非法

移民提供教育和醫療照護（此例引述自 Fishkin, 2002: 230）。儘管通

過這個法案符合民主程序，但卻缺乏道德上的正當理由，形成對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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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壓迫。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加總民主觀的問題在於它接受並

強化了社會上現有的權力分配，但卻沒有提供用以裁決該分配是否公

平的原則，或用以改變公民對這些分配的看法之過程（WDD: 16）。

多數暴力將使得受不當對待的少數人拒絕接受該法案，他們甚至可能

發動抗爭，導致更多社會衝突。

民主加總觀的另一個問題是，它把個人的現有偏好視為既定的，

且反映出個人的真正利益。但問題是，這些偏好很可能是不理性的，

或者是在缺乏充分資訊的情況下形成。許多社會科學研究發現，多數

公民擁有的政治知識相當貧乏，他們也缺乏深入瞭解政治事務與相關

議題的興趣，因而處於唐斯（Anthony Downs）所謂「理性的無知」

（rational ignorance）狀態。這是因為，個別選民覺得，若要對複雜

的政治問題獲得充分的瞭解，得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況且，就

算願意進行深入瞭解、做出深思熟慮的判斷，自己的一張選票或意見

對最後的決策結果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兩相比較之下，對個人來

說，保持無知似乎比較「理性」（引述自 Fishkin, 2002: 229）。然而，

以無知選民的偏好作為決策依據，很可能得出一個短視且不利整體社

會的糟糕政策。

我們可以說，加總民主僅訴諸多數決的投票程序來解決公共政策

的爭議，它將使得公民不願意深入瞭解相關資訊，做出深思熟慮的判

斷，甚至可能形成多數暴力。在缺乏溝通和討論過程的情況下，加總

民主觀不但無法化解人們的政治歧見，更難以讓投票落敗的一方接受

最後的決議。這些正是審議民主理論試圖加以改善的問題。

審議民主理論並不反對投票。事實上，幾乎所有審議民主論者都

同意，在當代社會存在合理多元的事實下，公民不可能對所有政策形

成一致共識，所以代議制和多數決投票仍是解決爭議的必要決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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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但他們強調，對於一些具爭議的重大政策，在依民主程序做決策

之前必須經過充分的集體討論與交換意見的過程，在其中，公民（或

其立法代表）不但要為自己支持的立場提出辯護理由，還必須聆聽、

瞭解其他不同立場的觀點，而後根據各種理由的優缺點進行討論。假

設審議的結果能夠得出共識，那麼就依該共識來做決策；假設最終

仍無法得出共識（這是最常見的狀況），那麼再訴諸民主程序來做決

議。對審議民主論者而言，在價值多元的當代社會裡，唯有透過公民

集體參與討論，以提供證成理由的方式思考重要法律和政策，才能提

升公共決策的品質，並促使持不同想法的公民願意接受並遵守最後的

決議。

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審議」不是單純的談話或討論，而是由

「自由且平等的公民（和他們的代表）在彼此給出相互可接受且一般

可近用的（accessible）理由之過程中，證成他們的決定，其目標在

於達成現在對所有公民具約束力但未來仍開放接受挑戰的各種結論」

（WDD: 7）。這個定義涉及他們的審議民主觀的三項重要特徵，分述

如下。

（一）要求給出理由、以決策為導向的集體討論

根據審議結果所制訂出來的法律和政策將對所有人產生約束力，

所以公民（或其立法代表）必須公開為其支持的政策提出辯護理由，

向其他人說明他們為什麼應該支持該政策。就此而言，最終的政策決

定之所以具有約束力，主要是因為它出自公民（或透過其可加以究責

的立法代表）的實際審議。在審議過程裡，公民或立法代表們評估了

對眾人福祉具重要影響的政策，有哪些支持理由。而這些理由為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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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約束力的法律在人們身上，提供了證成。湯普森指出，儘管不同的

審議民主論者對於什麼算是適當的理由，以及給出理由的論壇應具何

種程度的包容性有著不同看法，但「給出理由」這項要求，乃是所有

審議民主理論的核心概念（Thompson, 2008: 498）。

在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裡，相互性原則（principle 

of reciprocity）規範了公民與立法代表給出證成理由的義務。它主張

「公民對於他們集體制訂的相互約束之法律和公共政策，必須對彼此

做證成」（WDD: 98）。而適當的證成理由必須符合兩種要求：（1）道

德的要求：人們在公共論壇裡用以證成自己立場的理由必須是其他人

也能共享的理由或原則（即相互可接受的理由）。（2）經驗的要求：

若審議需要訴諸經驗性主張時，這些主張應符合相對可靠的探索方法

（即一般可近用的理由）（DD: 55-57）。

我們可以從羅爾斯對「證成」和「證明」（proof）所做的區別，

來說明人們為什麼願意接受相互性原則對審議理由的限制。羅爾斯指

出，所謂「證明」只包含命題之間的邏輯關係，它是「從列出來的各

項前提而得出的有效論證」。而「證成」則是直接向那些不同意我們

主張的人提出的，為的是表明他們應該相信我們的看法。若要達成這

個任務，則我們必須「總是從某種共識著手，意即它是從我們和其他

人都公共認可為真的前提⋯⋯著手」（Rawls, 1985: 229）。因此，在審

議過程裡，公民不能訴諸那種自己相信為真，但其他人無法接受或近

用的理由，否則就不可能說服持不同立場者，為什麼必須接受最後政

策決議的約束。

古德曼和湯普森把相互性原則視為最重要的審議原則，它對證成

理由的要求構成審議民主跟加總民主最為不同之處。筆者認為，這個

原則背後所蘊含的價值乃是證成採取審議民主的正當性的最重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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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相互性凸顯出對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公民的認可，人們承諾依據

彼此都能接受的理由來制訂法律和政策，作為社會合作的公平條件。

於是，「那些擁有實際機會從事審議的公民，不只把彼此視為是可被

理論性原則加以判斷的客體，也把彼此視為能夠對相互約束他們的法

律所提供的各種理由予以接受或拒絕之主體」（WDD: 102）。由於審

議民主尊重公民的道德主體性，所以他們將基於相互性的價值，接受

審議民主具正當性，且將自願接受審議原則的相關規範。

此外，審議不同於日常生活裡對政治問題的單純討論，它是「以

決策為導向的」（Thompson, 2008: 502）。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參與

公共審議不像參加電視談話性節目，只是要談論自己對某個政策的立

場和觀點，也不像參與學術研討會的學者是為了某個論證的正確性或

為了尋求真理而進行辯論。參與審議的公民希望透過跟彼此對話和討

論所得出的決議，能夠影響政府或立法機關的最終決策（WDD: 5）。

這種以決策為導向的討論讓參與審議的人們相信，自己對決策結果有

著某種影響力，那麼他們可能就會更嚴肅地看待討論，努力去達成一

個彼此都可接受的決定。

（二）符合程序性與實質性原則的證成理由

古德曼和湯普森從「相互性」這個核心價值和原則出發，提出規

範審議的另外五個原則：公開性原則（principle of publicity）和究責

性原則（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規範的是審議的條件，而基本自

由原則、基本機會原則和公平機會原則規範的則是審議的內容。古德

曼和湯普森認為，這些原則使得他們的理論更有能力因應道德與政治

歧見所構成的挑戰（本文將在下一小節對此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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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性原則要求公民或政府官員必須公開提出用以證成其政治行

動的理由與相關資訊，並回應他人對自己提出的挑戰。6 古德曼和湯

普森指出，公開性的價值在於其能夠促進民主究責性，因為在大眾的

目光下，公職人員比較會善盡職責，也傾向避免採取那些具高度爭議

或風險的政策。此外，由於公開性使得跟公共政策有關的理由與資訊

得以讓所有社會成員知曉，所以它也能夠鼓勵公民就公共政策進行討

論，並且把他們的意見傳達給公職人員（DD: 97）。 

究責性原則規範的是立法代表，它要求普遍的究責性，意即在公

共論壇裡，立法代表對受決策結果約束和影響的「所有人」都負有責

任（DD: 128）。因此，他們提出證成理由的對象不僅包括選區的選民

（electoral constituents），還必須包括古德曼和湯普森所謂的「道德選

民」（moral constituents）。道德選民的範圍跨越空間、身分認同和時

6 不過，古德曼和湯普森主張，在以下三種情況下，公開性原則允許例外：

（1）基於必要性的保密：假設公開政策或其審議過程將會使得該政策無法
達成目標，那麼此時便允許對之保密。（2）基於維護自由和機會的保密：若
公開涉及特定個人的資訊可能違反公民或公職人員的基本自由和機會時，則

允許例外。（3）審議的保密：假設對某個政策或其審議過程保密，比起將
之公諸大眾更能促進審議的品質，那麼這樣的保密便可獲得證成。但其仍

須滿足預先究責性（prospective accountability）或追溯究責性（retrospective 
accountability）的相關要求，即在審議之前獲得公民的批准或者在立法完成
後就必須公開相關的審議資訊。參考 DD（101-117）。
 筆者認為，古德曼和湯普森對公開性原則允許例外的主張，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回應「公開討論可能降低審議品質」的批評。這個批評是錢伯斯

（Simone Chambers）所提出的，她認為公開性在真實世界的實際運作可能
使得民主政治墮入「群眾理性」（plebiscitory reason）。這是說，在公開討論的
壓力下，發表言論者訴諸的雖然是共同的或公共的價值，但它們只是貧乏、

表面的或者是人性共通的一些負面因素，其目的是要得到多數人的接受和支

持。為了盡可能取悅最多數的人，發言者提出的訴求雖是多數人會接受的，

但其內容卻無助於社會整體利益。參考 Chambers（2004: 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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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包含其他州和國家的公民、弱勢團體的公民，以及尚未出生的公

民（DD: 144-145）。究責性原則的這個要求源自相互性的價值，立法

代表提出的理由必須是其選區選民和道德選民都能接受的，才滿足了

相互性的理想。假設立法代表只對那些投票給他們的人負責，那麼其

他會受最終決議影響的人的利益便無法獲得適當的考量。當然，假設

自己支持的政策提案不符合多數選區選民的立場時，立法代表仍必須

向選區選民解釋自己負有的責任，說服他們認真思考其他道德選民的

利益。

除了相互性、公開性與究責性這三個原則外，當面臨棘手、難以

解決的公共爭議時，必須訴諸更進一步的原則，來規範審議的內容。

古德曼和湯普森主張，對一種能夠適當處理道德歧見的民主觀而言，

確保「自由」和「平等」這兩種價值是必要的（雖然不是充分的）條

件，所以審議理由的內容必須符合基本自由、基本機會和公平機會原

則的要求（DD: 199）。這三個原則被提升到憲法原則的層次，也就是

說，在制訂公共政策時，任何其他考量都不能凌越它們的要求。

基本自由原則要求審議的證成理由不能侵犯個人的言論、宗教和

良心等基本自由，因為這些自由保障了個人在身體與精神上的完整性

（integrity），且是行使其他自由及運用各種機會的前提條件，所以必

須獲得充分的保障（DD: 203）。由於基本自由原則屬於憲法層次，所

以在進行公共政策的審議時，如果支持某項政策提案的理由違反了這

個原則，那麼它就必須被拒絕。

基本機會原則要求政府必須確保所有公民都能擁有過一種像樣的

生活（decent life）所需要的基本機會和資源。基本機會的範圍包括

擁有一份像樣的工作、健康照護、教育、安全、住處、食物和所得等

（DD: 217）。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這個原則促使民主政府在尊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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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由的優先性的同時，也能朝向一種更為平等的方向做思考（DD: 

219）。例如，立法代表在審議健保補助項目時必須思考，對那些低收

入戶而言，哪些健康照護是他們能夠過一種像樣生活所必須擁有的基

本機會。在這樣的思考方式下，像是產前的例行性檢查和照護費用等

項目將會被納入補助的範圍。

公平機會原則規範的則是諸如高等教育和技術性工作等社會資源

的分配。它要求讓每個公民都能擁有公平的機會，來獲得這些有價值

的事物或資源，不能因為跟道德無關的理由而受到歧視。例如，擁有

一份最適合自己的能力或滿足個人最高理想的工作是個人追求美好生

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所以公共政策應確保人們能夠根據公平的條

件來競爭這類工作（DD: 307）。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假設能夠在尊

重自由和機會原則的環境下─即確保公民進行審議的社會和經濟環

境至少達到這三個原則要求的最低限度─進行審議，那麼審議的過

程和結果便可獲得道德上的證成（DD: 349）。

我們可以看到，上述六個審議原則並不是純粹程序性的，它們都

涉及實質的內容與道德價值。古德曼和湯普森主張，一個適當的民主

政治理論必須兼具程序性與實質性的原則。這是因為，在審議過程

裡，當我們要判斷哪些理由符合道德的要求，是彼此都能相互接受

的，必然會涉及實質性的道德價值（WDD: 99）。此外，包含實質性

原則的審議民主理論有著一個加總民主觀所沒有的優點：在某些情

況下，它可以主張多數人的決定或經代議制做出的政策決議是錯誤的

（WDD: 105）。以加州通過的「一八七提案」為例，假設公民依照基

本機會原則來進行審議，那麼這個提案將會被否決。因為依據國籍或

種族而拒絕提供醫療照護服務，顯然剝奪了被排除者的基本機會。於

是，審議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民主程序產生多數暴力的危



2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險。而這個優點也可以證成採用審議民主（而非加總民主）來做政策

決議的正當性，因為它較能保障自由、平等這類重要的道德價值。

（三）動態的審議觀

1.審議原則和政策決議僅具暫時效力

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所包含的各種程序性和實質性原

則之內容和相關限制僅具暫時的效力，它們開放接受後續審議的挑

戰，可透過進一步的道德論證或政治論證來加以修正。假設不同原則

的要求發生衝突時，也必須在真實的審議過程裡來決定何者應該優

先。

更重要的是，古德曼和湯普森主張，經審議過程所得出的政策決

議也只是暫時有效的。審議民主鼓勵持續的討論和對話，公民可以提

出新的證據或更具說服力的理由，來批判甚至試圖改變先前的決定

（WDD: 6）。審議原則和決議的暫時性之道德基礎亦源自相互性的價

值。相互提供證成理由的要求意味著：「每個涉入的參與者都應該嚴

肅看待新的證據和論證，以及對舊的證據和論證的新詮釋，包括反

對其決定的人所提供的道德理由，和自己過去曾拒絕的那些理由」

（WDD: 111）。但必須澄清的是，古德曼和湯普森所主張的暫時性並

不要求所有法律都必須隨時接受審議的檢視。他們認為，任何法律

（包括憲法在內）要免於民主審議的程度，取決於特定世代的人們對

其證成擁有的信任程度。合理信任程度越大，則該法律免於審議就越

能得到證成（WDD: 53-54）。

由於規範審議條件和內容的原則，以及經審議得出的政策決議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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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接受挑戰和修正，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觀於是展現出一種

動態的政治討論過程。他們指出，之所以要保持審議過程動態性的理

由有兩個：第一，政治問題的決策過程及人們用來做決策的瞭解並非

完美的，現在看起來似乎是最可靠的決定可能會因為日後出現的新證

據而變得難以成立。其次，多數的政治問題無法達成共識，在這樣的

情況下，那些不同意決策結果的公民如果相信未來有機會翻轉或修正

它，就比較可能願意接受該結果（WDD: 6-7）。筆者將在下一小節指

出，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動態性主張，是他們的理論能夠促進穩定

的一個關鍵要素。

2. 道德歧見的精簡原則（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of moral 
disagreement）

審議的動態性有一個重要意涵，即它所要求的持續討論應遵守

「道德歧見的精簡原則」。這個原則要求「公民和他們的代表在為其

決定給出理由時，應試圖去尋找那種能夠讓他們與對立者之間差異

極小化的證成方式」（WDD: 7）。這是說，在審議過程裡，人們必須

盡可能提出那種能夠縮小歧見和差異的論點，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以期獲得共享的根據。特別是面對古德曼和湯普森所謂「審議的歧

見」（deliberative disagreement）時，更應採取這個精簡原則來進行對

話。

審議的歧見指的是，即使爭論雙方都願意尋求一種相互可證成的

解決辦法，他們卻是從不同但都合理的前提來進行論證，而其主張在

道德內容和經驗證據方面也都是所有人可近用的。然而，由於雙方對

爭議所涉及的某些基本道德問題持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沒辦法透過審

議得出一致的結論。墮胎合法化的爭議便是審議的歧見的一個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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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命權運動的支持者主張胎兒是人，應享有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權

利，因此，基於「無辜的人不應該遭到殺害」的原則，他們堅決反對

賦予婦女墮胎的權利。選擇權運動的支持者則基於捍衛婦女自主權的

考量，訴諸「婦女應享有是否要生小孩的自由」這個原則，支持墮胎

合法化。儘管支持和反對墮胎的人士都同意上述兩個原則，也能夠接

受彼此提出的經驗性證據，但由於他們對「胎兒是不是『人』？」這

個問題持對立的看法，所以無法對墮胎合法化的政策取得共識（DD: 

73-74）。

當公共政策的爭議陷入審議的歧見時，古德曼和湯普森並不認為

這樣的歧見應該被消除，因為「它們包含的不是明顯對的和明顯錯的

觀點之間的衝突，而是都不能被合理拒絕的觀點之間的衝突」（WDD: 

28）。此時最好的作法就是採取道德歧見的精簡原則來進行討論。雙

方人士提出那種可縮小自身與對立立場之間差距的理由，再找尋彼此

都可以接受的共享原則或價值，持續進行審議。

以墮胎合法化的爭議為例，政府用來決定墮胎政策問題的根

據應符合道德歧見精簡原則。1992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東南

賓州家庭計畫組織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就是一個正面案例。在此案中，大法官的多數

意見同意婦女有墮胎的權利，並且以「不適當負擔」（undue burden）

這個標準，取代美國各州對墮胎權利限制措施的嚴格審查標準。根

據不適當負擔的標準，各州的相關限制措施如果對懷孕婦女構成不適

當負擔或實質障礙（substantial obstacles），就必須接受法院的嚴格審

查。不過，在沒有構成不適當負擔的情況下，大法官同意「保護潛在

生命的利益」屬於州政府的公共利益，故其可對墮胎設下相關限制

（例如，強制性的 24小時等待期、需獲得父母雙方的同意等）。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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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和湯普森認為，在這個案例的判決裡使用「不適當負擔」和「實質

障礙」這類語詞，由於其意義可以有較大的解釋空間，故使得生命權

運動和選擇權運動的支持者能夠朝向彼此可接受的結論，邁出具重大

意義的一步。例如，選擇權運動的支持者可能不贊成判決結果同意州

政府可以對墮胎設下 24小時等待期的限制措施（他們認為這個限制

已對貧窮的懷孕婦女設下實質障礙），但就整體而言，他們仍能接受

不適當負擔這個標準（DD: 86-87）。假設持不同道德觀點的人都可以

接受此一標準，那麼它便可為尋求爭議的合理解決辦法或其他相關議

題的審議，提供良好的思考方向。

除了法官和立法代表以外，公民也被期待實踐道德歧見的精簡原

則。例如，無論他們對墮胎權利持何種立場，都應該同意個人對墮胎

所抱持的觀點不應該影響到他在其他方面受到的對待。例如，生命權

運動的支持者不應該拒絕曾經墮胎的婦女接受其他重要醫療照護，而

選擇權運動的支持者也不應該拒絕生命權運動的支持者有在墮胎診所

前舉行反墮胎示威活動的權利（DD: 87）。古德曼和湯普森強調，道

德歧見的精簡原則並不要求公民必須對自己的道德信念做出妥協，而

是要他們在最大可能的程度內，試圖包容對手的道德信念。例如，

這個原則並不要求選擇權運動的支持者必須接受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該修正案要求除了因強暴、亂倫而懷孕或危及母親生

命的情況外，聯邦政府不得補助貧窮婦女進行墮胎手術。同樣地，這

個原則也不要求生命權運動的支持者接受墮胎合法化的政策。然而，

如果雙方願意採用道德歧見的精簡原則來思考其他相關措施，那麼他

們有可能同意共同推動支持願意把孩子生下來的貧窮青少女媽媽的計

畫（Gutmann and Thompson, 1999: 262）。就此而言，儘管實踐這個原

則可能無法消除爭論雙方的歧見，但它有助於促進彼此持續進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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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意願，以期未來能進一步針對此一爭議議題縮小歧見的範圍，

或在其他相關議題和政策上共同合作。

四、公共審議的穩定性功能

要探討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觀如何能夠確保多元社會的穩

定，我們可以結合其審議觀的上述三項重要特徵，以及其欲達成的四

個理論目的，來分析公共審議的穩定性功能。他們的理論欲實現的目

的包括：

1. 促進集體決定的正當性（legitimacy）：面對各種資源或有價值

事物的匱乏事實，審議可以使得那些實際上未能獲得他們想要

或需要的資源的人們，接受集體決定的正當性。

2. 鼓勵採取公共精神的觀點來討論公共議題：在討論具爭議的政

策時，人不可能是完全利他的，但審議藉由鼓勵參與者採取更

廣闊的共同利益觀點，來轉變人性中的自利傾向。

3. 促進決策過程的相互尊重：審議雖然無法調和不相容的價值

觀，但它可以幫助參與者瞭解對立主張的優點，區分哪些歧見

是出自不相容的價值，哪些歧見則是比較能夠化解的，並促使

人們支持採取諸如道德歧見精簡原則等方式，來展現對彼此的

相互尊重。

4. 協助改正錯誤：良好的審議能夠提供增進個人和集體瞭解的機

會。透過論點的意見交換，參與者可以向彼此學習，進而認知

到個人或集體的錯誤理解，並發展出更經得起嚴格檢視的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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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和政策（WDD: 10-12）。

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當審議能夠實現這四個目的時，將可構成

人們支持審議民主的理由，每個理由都能對產生道德衝突的不同根源

做出回應。於是，這四個理由合在一起便為擴展審議在民主過程裡的

範圍，提供了理據（DD: 41）。

筆者將從上述第四個目的談起，以下將指出，審議之所以可以協

助人們改正錯誤、促進瞭解並發展出新的觀點與政策，跟它的「集思

廣益效果」有關。而後將分別討論跟第二個目的有關的審議的「轉換

效果」、跟第三個目的有關的「教化效果」，以及跟第一個目的有關的

「正當化效果」，並進一步探討公共審議的這些效果跟多元社會穩定

性之間的關連。此外，筆者還將探討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動態審議觀所

具有的穩定化效果。假設公共審議能夠發揮這些效果，那麼我們便可

合理期待，即使社會成員對公共政策和法律有著深刻的歧見，但他們

將比較願意接受並遵守經審議所制定出來的政策規範，因而確保多元

社會的政治穩定。

（一）集思廣益效果

審議的集思廣益效果包含兩個部分。首先，誠如費倫（James D. 

Fearon）指出的，公共審議是加法上有價值的（additive valuable），

以及倍數上有價值的（multiplicative valuable）。前者指的是，在審議

過程裡，別人可能會提出我們先前未曾想過的觀點或資訊；後者指的

則是，參與者可能在審議過程中共同構思出所有人過去都未曾想到的

新論點或解決方案（Fearon, 1998: 49-50）。這兩種價值可以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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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擴展參與者對相關資訊與可能解決方案的瞭解。干貝塔（Diego 

Gambetta）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指出，審議能夠促進資訊分配及對

不同方案相關優點的認識，還可以間接刺激參與者的想像力，構思出

新的解決辦法（Gambetta, 1998: 22）。此外，審議的集思廣益效果還

展現在審議可以讓參與者發現相關資訊或理由中有哪些事實或邏輯推

論錯誤。他人提出的不同觀點與挑戰，可以幫助參與者發現自身觀點

的問題與盲點，因而願意重新思考、甚至改變原先的立場，於是最後

的決策品質便得以提升。羅爾斯曾指出，透過理想的討論比個人單獨

慎思更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其原因在於，沒有人知道所有事，而討

論是結合資訊並擴大論據範圍的一種方法，所以共同審議比較可能得

出正確的結果（Rawls, 1971: 358-359）。

本文在第二小節曾指出，當代多元社會產生政治歧見的一個重要

原因出自「判斷的負擔」。即人類僅具有限的認知能力，無法完整瞭

解跟政策爭議有關的所有背景知識和資訊，且個人在做判斷時也會受

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就此而言，審議所發揮的集思廣益效果能夠減少

（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因判斷的負擔所產生的政治歧見。此外，當制

度決策的品質提升，那麼人們也比較可能接受最後的決議。因此，審

議的集思廣益效果有助於促進多元社會的政治穩定。

（二）轉換效果

審議民主觀不同於加總民主的特點之一是，它強調透過公共思辨

和討論的過程，許多不合理的或基於錯誤資訊的個人偏好能夠獲得轉

化，讓人們從原先的自利考量轉向關注公共利益。筆者稱之為審議的

「轉換效果」。在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中，這樣的效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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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規範審議條件的相互性、公開性和究責性這三個原則。

前文曾指出，相互性原則要求公民和立法代表在審議過程裡提出

的理由必須是相互可接受且一般可近用的理由，這將促使人們從他人

的立場或觀點來思考公共政策。其次，公開性原則對公開提出理由的

要求將促使人們必須放棄明顯自私或偏袒特定個人與團體的考量。

誠如艾爾斯特所說：「在場的公眾使得我們特別難以僅僅訴諸自利的

動機，⋯⋯公開性沒有消除卑劣的動機，但迫使或誘使講話的人把

它們隱藏起來」（Elster, 1998b: 111）。這是說，就算發表言論者的內

心仍可能抱持自利的想法，也不一定真心相信其所提出的理由，但在

眾人的眼光下，他們將傾向提出以公共利益為基礎的理由，來為自己

的立場做辯護，以避免被他人指責為偏狹的。第三，究責性原則要求

立法代表要對受決策結果約束的「所有人」（包括其選區選民和道德

選民）都負起提出證成理由的責任。於是，立法代表必須把受決策影

響的所有人的利益都納入考量，這將促使他們從社會整體的觀點來思

考，依據較廣泛的公共利益來做決定，於是可能產生轉換個人偏好的

效果。

當然，審議的轉換效果並不意味著公民和立法代表在經過審議

後，就會自動放棄利己考量，轉變成利他主義者。但湯普森指出，對

審議來說，重要的是提出超越私人利益的論證和理由，而不是動機

（Thompson, 2008: 504）。這是說，我們無須探究參與審議者的內心

想的是個人利益還是公共利益，而是要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他們提出來

的論證和理由上。如果出現在公共論壇裡的論證，都是符合審議原則

相關要求的道德論證，那麼審議至少能夠促使政策的討論從過去只圍

繞在私人利益之間的競爭與對抗，轉向公共利益的論述。

儘管審議無法讓人完全放棄自利的考量，但這不表示它對個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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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轉變毫無作用。艾克曼（Bruce Ackerman）和費雪肯（James S. 

Fishkin）認為，「參與對共享公共問題的擴展了的對話這個過程，將

產生對公共利益的較大敏感性，或至少能夠超越狹窄的、短期的自利

或立即的個人滿足」（Ackerman and Fishkin, 2003: 22）。有學者進一步

指出，由於審議能夠幫助參與者超越或修正原先的自利觀點，引發他

們對整體社會的聯結感，所以它不但可能轉換個人的偏好，還可能轉

換個人的利益（Mansbridge et al., 2010: 79）。這是說，經審議過後，

人們將傾向把那些有助於公共利益的政策，視為是對自己長期有利

的。因此，審議的轉換效果有助於減少產生政治歧見的另一根源─

自利的考量─之負面影響，因而能夠促進多元社會的穩定。

（三）教化效果

審議的過程能夠促使參與者展現出相互尊重的態度，筆者將之稱

為「教化效果」。對古德曼和湯普森而言，相互尊重跟容忍有相同之

處：它們的形式都是「同意可存在歧見」（agreeing to disagree）。但相

互尊重比容忍要求的更多，它對個人如何提出自己的道德立場及看待

他人道德立場之態度有進一步的規範。首先，相互尊重意味著個人會

對自己的觀點做反思，若未來這個觀點遭遇到無法回應的反駁時，則

願意改變心意或修正立場。其次，它要求人們對那些跟自己持不同意

見者抱持善意的態度，並從事建設性的互動，展現一種符合相互性的

積極關懷（WDD: 79）。

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相互尊重乃是相互性的意義的一部分。而

公民之所以願意在公共論壇裡接受相互尊重的規範性要求，並賦予它

優先的地位，其理由在於它在政治脈絡裡的特殊價值。首先，公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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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到，在深刻的歧見下唯有展現相互尊重，才可能在道德的基礎上

解決涉及道德衝突的政策爭議。當他們試圖對一個道德上有爭議的

政策達成一致意見，或者當他們在一個具爭議的政策被實行後試圖

跟依舊存在的歧見共存時，如果不能相互尊重，那麼他們將被迫採取

非道德的方式（例如政治上的交換，甚至是暴力威脅）來處理道德衝

突。此外，相互尊重也對個人的德行有所助益：履行相互尊重態度的

人傾向反對不成熟的道德懷疑論，以及伴隨而來的倦怠與優柔寡斷。

他們也比較不會把道德歧見視為無知或墮落的象徵，而傾向道德獨斷

（moral dogmatism），以及伴隨出現的憤怒和傲慢（WDD: 79-81）。

不過，相互尊重並不表示公民絕對不能採取較為極端的行動來表

達自己的意見。在某些情況下，這類行動是可以獲得證成的。例如，

假設他們發現，若要讓某個本來被忽視的道德觀點受到注意，必須提

出極端和不妥協的陳述，並拒絕跟反對者合作時，由於這樣的策略有

助於促進長期的相互尊重，所以是可被證成的（WDD: 87）。就此而

言，具道德正當理由的示威或抗爭並不違反審議的相互尊重要求，因

為這樣的政治行動能夠使得弱勢族群或向來被大眾忽視的道德觀點被

納入公共審議和政策的考量，長期而言能夠促進審議的平等參與，進

而展現出實質的相互尊重。至於該如何判斷證成行動的理由是否符合

道德，則以審議的相關原則作為判準。這種實質的相互尊重態度將使

得人們（特別是那些過去未能平等參與審議或其觀點被長期忽視者）

比較願意接受並遵守審議做出的政策決議。7

7 本文的一位審查人指出，抗爭跟意見、訴求的表達有關，涉及表達的機

制，未必涉及穩定性問題。但筆者認為，意見和訴求表達機制的完善性和道

德性將影響公民（特別是那些未能平等參與審議或其觀點被長期忽視的弱勢

族群）如何看待最後的政策決定，故其仍與多元社會的政治穩定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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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尊重的基礎預設了集體的道德選擇應該透過審議的方式來做

成，它支持促進道德學習的政治過程，並鼓勵採用道德歧見的精簡原

則，於是能夠把公民和立法代表的審議，導向一種相容於持續道德

歧見的共同價值（WDD: 91-92）。因此，審議雖無法促使人們做出相

同的價值排序或調和不相容的價值，但可以讓公民正視到價值的多元

性，認識持不同立場者的觀點有哪些道德上的優點，而以開放的心態

來檢視自己與他人的論點。於是，審議的教化效果將可減少產生政治

歧見的另一根源─價值衝突─之負面影響。

此外，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審議具有表達的價值（expressive 

value），當立法者展現出對人民的尊重，將有利於提高執行公共政策

的可能性。這是因為，若政府官員僅宣稱他們所偏好的政策對人民是

好的，便經常在未經審議的情況下做出具約束力的政策決定，顯示其

未能尊重公民。當公民認知到自己的觀點未獲尊重，他們便可能會阻

撓政策的執行。相反地，透過審議來做出決策彰顯出政府對公民尊

重，於是可以提高公民接受政策規範的意願（WDD: 22-23）。誠如錢

伯斯（Simone Chambers）所說，參與者「感覺」自己被當成平等人

來對待是很重要的。結果的穩定性和正當性常依賴著公民如何看待過

程（Chambers, 2001: 249）。由於個人感覺到自己的觀點獲得表達的

機會，並且感受到其他公民和立法者對自己及所持觀點的尊重態度，

所以即使最後的決議不符合自己的立場，他們會比較願意接受並遵守

最後的政策決議，這將有助於確保多元社會的穩定。

（四）正當化效果

加總民主的問題之一是僅關注多數決的公平投票程序，而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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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或立法代表為自己支持的政策立場提出證成理由。在加總民主的

模式下，多數決的結果雖具備「法律程序意義」下的正當性，但卻缺

乏道德意義的正當性，所以不容易讓原先持反對立場者接受該決議或

形成遵守相關規範的動機，這將削弱政治穩定。

湯普森指出，正當性的首要概念判準是相互的證成─即呈現並

回應用以證成一政治決定的各種理由（Thompson, 2008: 504）。根據

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觀，透過審議而後經代議制或多數決所

得出的政策決議不但具備法律程序上的正當性，還具備筆者稱之為

「相互證成意義」下的正當性。當審議要求「多數有義務要對不同

意〔其立場〕的少數提供理由時，他們便讓他們的立場暴露出來以接

受批評，並且給予少數最有效且最公平的機會來說服多數人他們的立

場的正當性」（DD: 44）。這種兼具程序與實質價值的正當性能夠促進

多元社會的政治穩定，筆者將審議的這種穩定性功能稱為「正當化效

果」。

要說明審議的正當化效果，我們必須區分「規範意義的正當性」

和「經驗意義的正當性」。前者即是上述法律程序和相互證成意義下

的正當性，其建立在相互證成的概念判準之上；後者則取決於「多數

公民感覺某個法律是正當的」。8 筆者認為，審議所得出的規範意義

的正當性有助於促進經驗意義的正當性。這是因為，假如集體決策的

過程考量了每個人所持主張的優點（規範意義的正當性），而非根據

政黨之間的權力來制訂政策，那麼人們比較會覺得最後的政策決議是

8 這裡採用的是湯普森對兩種正當性概念所做的區分。他認為在運用審議

的評估標準時，區別規範和經驗意義的正當性非常重要。一個決策可能在

規範意義上是正當的但卻缺乏經驗上的正當性。相反地，一個決策可能是

規範意義上不正當的但人們卻感覺它是正當的。參考 Thompson（2008: 504, 
50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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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的（經驗意義的正當性），於是將傾向接受該決議，即使是對那

些實際獲得少於其應得或所需份額的人來說也是如此。於是，審議民

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產生政治歧見的第一種根源─資源的匱乏

─做出適當的回應。就此而言，審議的正當化效果並不是從改善客

觀環境的資源匱乏或給予公民想要的所有資源，來促進多元社會的政

治穩定（這在實際上不太可能），而是透過確保規範和經驗意義的雙

重正當性來提高人們對涉及資源分配的政策決議之接受程度，進而促

使他們願意基於該正當性而自願遵守相關的規範。

此外，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中有關基本自由與機會的

三個審議原則能夠避免民主投票產生多數暴力的危險，因而也有促進

政治穩定的正當化效果。韋特默（Alan Wertheimer）指出，假設投票

結果只是加總個人偏好，那麼人們有理由對投票的道德重要性打折

扣。然而，如果投票反映出每個人（或多數人）對各種憲法價值的瞭

解，那麼投票的結果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即使落敗的一方認為這個

結果是錯的，但他將同意根據投票結果制定出來的政策具備正當性；

多數人支持該政策這個事實給了他良好理由，同意這是社群整體的決

策，因而會願意遵守該政策（Wertheimer, 1999: 181）。

對古德曼和湯普森而言，審議和投票並非彼此的替代品，二者共

同構成一種道德上強有力的結合，可以用民主的方式來證成各種法律

和政策（Gutmann and Thompson, 1999: 267）。我們可以說，由於公共

審議可以為最後的政策決議提供兼具規範意義與經驗意義上的正當

性，避免多數暴力，其將使得公民（包括落敗的少數）會比較願意接

受最後的政策決議，故可促進多元社會的政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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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議動態性的穩定化效果

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動態審議觀亦有助於確保穩定，理由有三個：

首先，審議原則和結果持續開放接受挑戰的動態性觀點使得審議民主

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促進了道德進步的可能性（DD: 356）。其次，

根據審議而後進行多數決所得出的政策決議僅是暫時有效的，未來仍

有改變的機會。這讓落敗的一方相信，只要能夠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論

點和證據，讓更多人接受他們的立場，在下次選舉中仍有可能翻轉或

修正政策。錢伯斯指出，當取得更多資訊或者當爭議有了新的轉變時

可以修正決策的可能性，對於民主決策的穩定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構

成要素（Chambers, 2001: 247）。由於審議的動態性確保未來仍有改

變政策的機會，所以落敗的一方比較有繼續從事審議的動機，試圖構

思出符合自身立場且更具說服力的理由或政策提案，而非採取策略性

的操弄或杯葛手段。第三，審議動態性背後的精神，在於促使公民更

開放地看待自己和反對者的觀點。這種開放的心態有利於減少對立、

轉換立場和想法，亦有助於多元社會的穩定。

1.審議的動態性並非暫訂協議

必須澄清的是，審議的動態性雖主張政策決議僅是暫時的，但這

並不意味著它是一種「暫訂協議」。假設只是暫訂協議，那麼將對穩

定性造成不利的影響：爭論雙方不會有意願透過理性審議的方式來化

解歧見，因為具較大權力者不需要也不太可能去瞭解權力較弱者的觀

點和立場，而處於弱勢的一方則感覺透過審議無法帶來任何改變，唯

有訴諸策略性操弄或激情的言論來吸引支持者，才有翻盤的可能。一

旦權力結構的優勢有所變動，那麼取得較大權力者將不再願意繼續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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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規範。在這樣的權力競逐之下，政治穩定性將不復存在。

審議的動態性和暫訂協議有兩個重要的區別，其將顯示出它們在

確保多元社會穩定性方面的不同效果。首先，暫訂協議出於自利的動

機，各方透過協商（bargaining）─包括私下交易、選票互助（log-

rolling）、政治分贓、策略結盟等形式─來處理他們的歧見。協議者

依據明智的（prudential）考量，而非道德考量，目的是要爭取對自

己或所屬團體、政黨最有利的結果，讓私人利益極大化。相對地，審

議的動態性乃出自參與者想要向他人提供證成的欲望，各方透過審議

的方式來處理歧見，依據的是相互性及其延伸出來的各種審議原則，

目的是希望能夠為最終決議提供相互可接受的證成（DD: 53）。更重

要的是，審議要求參與者提出的理由必須是符合審議原則規範的「道

德的理由」，但在暫訂協議裡，自利的公民旨在爭取對自己最有利的

協議而不管道德考量。這是審議式的公共決策取向和暫訂協議式的公

共決策取向的一個重要區別（WDD: 148）。

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以暫訂協議或協商的方式來做公共決策的

最大問題在於，它接受以資源和權力的現有分配作為協商的起點，於

是那些擁有較大政治權力者可以運用其權力來為自己或所屬團體贏得

更大的利益。對於諸如健康照護政策、勞資爭議或賦稅政策改革等爭

論，採暫訂協議的模式來做決議很可能得出不利於缺乏資源或權力一

方的結果（WDD: 114）。這對穩定性構成的威脅是，「利益團體的協

商讓權力佔盡優勢，卻完全犧牲了道德上的說服」（WDD: 150）。若

此，則權力較弱的一方只能無奈接受，而不可能「出於正當理由」發

自內心地自願遵守最後的決議。此外，在缺乏道德證成的情況下，以

協商達成的暫訂協議來處理政治歧見，很可能產生各方都認為不公正

的結果（DD: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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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仍可能有公民、立法代表或政府官員會選擇以政治權力和

追求自利為基礎的暫訂協議模式，特別是當他們處於掌握較大政治權

力或社會資源的位置時，更可能拒絕提供任何形式的證成。但誠如古

德曼和湯普森所指出的，假如這些人傾向訴諸那種無法對其他公民做

證成的原則，那麼誰還要聽他們的呢？對於那些仍想尋求符合相互性

的公平合作條件的公民來說，他們沒有理由聽從這些人及其制訂出來

的政策（DD: 353）。面對深刻的政治歧見，暫訂協議的公共決策方式

很難說服弱勢或持不同立場者，更難以期待他們會自願接受並遵守最

終的政策決議。相反地，在審議的動態過程裡，參與者被鼓勵跳脫出

私人利益或政治權力的考量，提出符合道德且彼此可接受的理由，於

是比較可能說服其他參與者接受並遵守最後的政策決議。

審議的動態性和暫訂協議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是，在日後決策結果

有了翻轉或修正的情況裡，它們訴諸的依據亦不相同：前者奠基在

「證成理由的說服力」之上，而後者則建立在「政治權力的強弱」基

礎上。湯普森指出，「相互證成」乃是審議有別於其他政治活動的重

要特徵（Thompson, 2008: 504）。9 根據審議的動態性，在對爭議政策

9 本文的一位審查人建議筆者更深入地探討「審議」和「協商」之間的區

別，因為協商的結果也是參與者共同接受的，否則便做不成交易或決定，而

其過程亦包括立場、意見的相互表達和爭論，也可能是公平的程序和交易，

所以它跟審議同樣可能具備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歧見和共同決定這些要

素。對此，筆者認為相互證成的要求亦可為區分審議和協商提供一種概念上

的判準。審議強調為具約束力的政策提供證成理由，在政治協商裡雖有意見

的表達和爭論，但卻缺乏相互證成這個要素。
 假設協商的雙方都接受以相互證成作為其行動理由的限制條件，那麼古德

曼和湯普森其實並不反對以協商的方式來達成政策決議。他們指出，當立法

者和公民面臨無法化解的歧見，且已適當考量了整個協商過程的道德優缺點

時，相互性原則便允許進行協商。古德曼和湯普森以 1993年有關《北美貿
易協定》（NAFTA）的爭議為例指出，當各種立法選項都無法僅憑自身的優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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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成理由和原則持續進行討論的過程裡，先前做出的政策決議不符

合其立場的一方將試圖構思出其他可用以證成其立場的理由、尋找更

具說服力的證據，並對反對者提出的理由做出回應。假設後續的審議

推翻了原先的政策或對之做出修正，那麼這是因為多數人被不同於原

先政策立場的理由所說服。然而，在暫訂協議裡則缺乏相互證成這個

要素，政策的改變乃是出自政治權力的勢力消長。就促進政治穩定的

效果而言，在動態的審議過程裡提供的證成理由能夠成為公民自願接

受決議結果之適當理由，進而提高他們願意繼續就該政策或其他相關

議題進行審議的意願。

2.不易翻轉的政策決議如何維持審議的動態性？

不過，針對不同類型的政策爭議如何能夠維持審議的動態性，必

須做更進一步的思考。這是因為，儘管有些公共政策在執行後可以根

據後續審議結果而取消，但也有某些政策經過審議和投票程序做出決

議並實際施行後，要再加以改變將有實質上的困難。以「是否要興建

蘇花高速公路」這個政策爭議為例，假設經審議過後的投票結果是多

數人同意興建，那麼對落敗的一方來說，高速公路一旦興建，沿線的

自然景觀和生態就將遭受破壞。就算未來多數民眾正視到保護環境和

生態的重要性而改變心意，但屆時卻不太可能因後續審議的結果而拆

除高速公路，更不可能恢復原來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10 更難以翻

點來贏得多數的支持時，協商有可能促成一種滿足相互性原則的多數結盟。

假設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允許協商，那麼許多立法提案都將被擱置在立法委員

的辦公室裡，這等於是賦予現狀特權，這個結果很難獲得相互性原則或任何

適當正義原則的證成。相關的討論可參考 DD（69-73）。
10 感謝謝世民教授在台灣哲學學會的研討會裡提出此一疑慮，讓筆者得以更

周延地思考審議動態性的穩定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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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的還有那些涉及國家分裂的重大憲政決定。錢伯斯以加拿大魁北克

省的主權爭議為例指出，當地以英語為母語的多數公民反對獨立，但

他們在社會上是少數；而以法語為母語的公民在社會中則佔多數，其

中部分人傾向支持獨立。在這樣的人數比例下，一旦付諸公民複決，

而最後得出的結果是支持獨立的一方獲勝，那麼這樣的決議幾乎不可

能改變（Chambers, 2001: 244）。

集體決議的不易翻轉性將威脅到多元社會的穩定，因為一旦公

民認為審議的結果將一次且永久地決定某項重要政策，那麼「不想

成為落敗者」的擔憂將超越任何達成合作性共識的欲望（Chambers, 

2001: 247）。為了贏得勝利，持不同立場的人士將傾向訴諸政治權力

的現有優勢或策略性的操弄，而非透過審議來得出政策決議。另一個

值得考量的因素是，當一項公共決策越基本且不可翻轉，那麼從事審

議和投票的人就會越傾向保守的立場，意即他們比較不願意改變現狀

（Chambers, 2001: 254 n.44）。就這兩個因素而言，審議的過程將難

以發揮集思廣益、改變個人偏好，以及促進相互尊重態度的穩定性功

能。

筆者認為，對於這類不易翻轉的重大政策或憲法決議，必須經

過更長時間的審議過程，累積社會共識，而不要倉促地結束審議，

交付立法決議或公民投票。在此，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的反覆

循環」（the reiteration of deliberation）概念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審議進

行方式。它指的是由政府官員（或立法代表）先提出政策提案，讓

公民透過審議過程做出回應，政府官員據之做出修正，公民再提出

回應，⋯⋯，重複進行如此的過程，直到形成較大共識為止（DD: 

143-144）。這樣的反覆審議可以減少立法者和公民之間對爭議政策的

認知差距，促進相互瞭解與尊重，故有助於增加公民接受最終政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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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可能性與意願。

此外，錢伯斯認為，在法案中加入保證未來可以重新檢視或翻轉

機會之措施也有正面助益。制定過渡條款（例如，載明決議結果將試

行五年，而後檢視結果，再次進行審議和投票）便是一種可能選擇

（南非的憲法制定及魁北克的獨立問題都曾在審議和協商階段納入

這種機制）（Chambers, 2001: 251, 254 n.52）。如此便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對那些不易翻轉的重大政策維持審議的動態性，進而維繫多元社

會的政治穩定。

五、審議民主理論的挑戰

批評者可能質疑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觀能夠發揮上述幾種

穩定性功能。相關的挑戰有二個：第一種挑戰質疑的是公共審議縮小

政治歧見的可能性，批評者認為審議反而可能擴大衝突與歧見，故不

利於多元社會的穩定。第二種挑戰則質疑審議民主觀在實作上的可行

性。假設它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論，那麼就不可能發揮任何穩定性

功能。11 以下將分別討論並進而評估這兩種批評的合理性。

11 對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之批評當然不只這兩項。但本文的目

的並非全面性地評估他們的理論，而是要探討其與多元社會穩定性之間的關

連，因此，筆者選擇跟審議的穩定性功能最為相關的這兩項批評，對之進行

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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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議可能擴大政治衝突，因而無助於穩定

根據前一小節的分析，審議能夠產生集思廣益、轉換偏好、教

化和正當化的穩定性功能，於是可以減少產生政治歧見的四種根源

之負面影響，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歧見的範圍。但夏比洛（Ian 

Shapiro）質疑這樣的可能性，他認為審議有可能產生更嚴重的歧見

並升高衝突。這是因為，「審議能夠讓差異浮現出來，這會擴大而非

縮小政治分裂」（Shapiro, 1999: 31）。夏比洛指出，儘管審議有可能為

人們帶來共識，但不要忘了，它也可能揭開本來隱藏著的歧見。例

如，一對關係疏遠但還沒離婚的夫婦在誠實的對話後，可能會發現彼

此之間無法調整的差異，因而造成關係的更加惡化。因此，「沒有特

殊的理由認為，審議將會把人們聚在一起，即使他們希望並且想要事

情如此」（1999: 31-32）。

筆者同意夏比洛所說，審議可能讓人瞭解到之前隱藏著而沒有表

達出來的歧見，也將使得許多先前被忽視或排斥的觀點進入公共論

壇，這的確可能擴大歧見與衝突。古德曼和湯普森並不否認這是一種

真實的風險，但他們強調，這種風險有其積極的一面：審議開放了那

些正當的道德不滿，使之有機會被提出，而其他處理歧見的方式則可

能壓制這種不滿（DD: 42）。在這樣的情況下，假設缺乏審議，可能

使得無法獲得證成的政治妥協變得更為常見。古德曼和湯普森指出，

在審議過程裡出現的道德論證確實可能喚起道德狂熱者，但我們也可

以以其人之道來反對他們的主張。相較於其他處理道德衝突的方法，

例如訴諸暴力、對公民的操弄等，「擴展審議的範圍可能是在不壓制

道德衝突的情況下處理衝突的唯一民主方法」（DD: 44）。因此，就算

審議可能擴大歧見與衝突，但只要這些被引入公共論壇裡的觀點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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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道德上正當的，那麼我們不應該為了迴避衝突而放棄審議。

此外，筆者也同意夏比洛所說，審議不能保證達成共識。就像在

他舉的例子裡，對話確實不能保證讓那對關係疏離的夫妻一定能破鏡

重圓。對古德曼和湯普森而言，審議的目標並不在達成共識。他們曾

明白表示，政治議題永遠無法免於基本的道德歧見。針對公共政策背

後的實質道德價值進行審議不能確保公民將會同意一組融貫的價值或

對許多價值抱持相同的看法（WDD: 91）。前文亦曾指出，審議不可

能完全消除資源匱乏、自利考量、價值衝突和判斷的負擔之影響，所

以我們無法期待審議最終能夠化解所有（或部分）政治歧見。因此，

夏比洛說對了的是，審議不是達成政治共識的充分條件─它不能保

證「把人們聚在一起」。但筆者認為，對於具爭議的公共政策，審議

仍是縮小歧見範圍的必要條件之一。這是因為，如果爭論雙方不進行

審議，進一步瞭解彼此的想法和理由，那麼歧見將永遠存在，絕不可

能化解。試想，在夏比洛的例子裡，如果那對夫妻拒絕對話，那麼他

們的關係將永遠是疏離的，不可能有改善的可能。同樣地，對於公共

政策的爭議，誠如古德曼和湯普森所說：

在政治裡的道德論爭可以是社會上分裂的、政治上極端主義的和

道德上非決定性的（morally inconclusive），但因為這些理由而迴

避道德論爭將會是自我挫敗的（self-defeating）。分裂、極端主義

和非決定性將持續存在，而尋求更好的社會合作條件之前景更將

惡化（DD: 347）。

最後，筆者並不同意夏比洛所說，審議將造成參與者之間的關係

惡化。在夏比洛的例子裡，假設那對夫妻是以符合相互性的方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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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並且展現出相互尊重的態度，那麼即使最後離異，彼此仍可維持

良好的關係。在公共政策的審議方面，重點在於人們是否能夠依照審

議民主觀的相關規範來進行理想的審議。如果能，那麼審議就算不能

達成共識，也不會導致參與者的關係惡化。以 2010年台灣社會有關

死刑存廢政策所引發的爭議為例，長久以來，多數民眾都支持維持死

刑制度，所以在過去，我們很少聽到提倡廢除死刑者的聲音及支持該

立場的理由。當反對廢除死刑者在審議過程裡瞭解到支持廢除死刑的

證成理由，他們最終仍可能不被這些理由所說服，但只要討論的過程

是以審議所要求的相互證成與尊重的態度進行，那麼就算最終仍無法

對爭議議題達成共識，持不同立場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會惡化（很遺憾

地，台灣當時有關死刑存廢問題的多數討論並非以理想的審議方式進

行）。相反地，對彼此論點的更深入瞭解，將可開啟未來持續對話、

化解歧見的可能。

筆者認為，在這裡，重要的問題不在於審議能否促成共識─事

實上沒有任何政治哲學理論或實作制度能夠保證做到這一點，而是

「比較性的問題」：即相較於其他的政治決策方法，審議是否比較能

夠適當因應道德衝突，縮小歧見的範圍，進而提高公民接受政策決議

的意願？如果前一小節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審議至少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減低產生政治歧見的幾種原因對穩定性造成的負面影響。更重要

的是，審議鼓勵人們在無法解決爭議時要保持相互尊重的態度，這能

夠開啟未來繼續討論的和諧環境，不會使得爭論雙方的關係惡化。因

此，夏比洛對審議民主的批判無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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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有理論，缺乏實作機制

審議民主理論最常受到的批判跟審議的理想難以真正落實有關。

許多學者指出，它太過理論和理想化，缺乏可行的制度設計來具體

說明該如何在真實世界裡實現理想的審議（Squires, 2002: 154; Neblo, 

2005: 172-173）。紹爾（Frederick Schauer）指出，古德曼和湯普森

為公共審議提出的辯護論點，多半依賴的是哲學性的論證，而非經

驗性的證據。他們的審議觀很難成為真實社會公共對話的主流形式

（Schauer, 1999: 22）。若此，則前文所指出的審議的穩定性功能便將

成為空談。

對批評者而言，審議民主理論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如何對審議的

相關觀念提供融貫且富吸引力的說明，而是如何提出理由來說服我

們，基於人性及正義與和諧社會生活的各種障礙，一旦審議民主的理

想得到澄清，它將是可行的（Freeman, 2000: 418）。事實上，這並非

古德曼和湯普森的理論獨有的缺點，而是多數審議民主理論的通病。

史密斯（Graham Smith）指出：「一般而言，它仍是一種高度抽象且

理論的努力─即它未能系統性地從事『麻煩』且詳細的制度設計工

作」（Smith, 2003: 79）。

筆者同意批評者所說，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缺乏實作

上的制度設計。這使得他們的審議觀較難跨出理論的可欲性，而達成

實作上的可行性。若要改善這個問題，則我們必須在古德曼和湯普森

提出的理論基礎上，補充相關的實作機制。

近年來已有許多審議民主論者積極投入實作機制的規劃，發

展出諸如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公民共識會議（citizen 

consensus conferences）、規劃基層組織（planning cells）公民陪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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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 juries）等設計。這類實作在許多國家（包括台灣在內）多

次試辦的成果，為本文上述指出的審議的穩定性功能提供了部分經驗

性支持證據。12 以下將以費雪肯所設計的「審議式民調」為例來進行

說明。

1.審議式民調的設計13

審議式民調是一種促進公民面對面討論，集體審議特定公共議題

的實作設計。參與人數可以從 130人到 450人，視討論議題的規模或

主辦單位的財力而定。主辦單位首先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擇參與者，

使其盡可能涵蓋不同地區、年齡、種族、性別、教育程度和社會階級

的人士，目的在於盡可能包容多樣化的立場與觀點，促進參與者對差

異觀點的瞭解。在審議活動日之前，主辦單位會寄發相關的簡報素

材，供參與者事先閱讀。這些素材經過一個由相關專家學者和具利害

關係的團體代表所組成的顧問團之審查，內容包含欲討論議題之支持

和反對論證（或是跟候選人有關的政見與資訊），以及相關的經驗性

證據和事實性資訊。

在審議活動日當天，主辦單位一開始會請參與者填答一份跟這次

要討論的公共議題（或候選人）有關的問卷，調查他們的原始立場與

偏好。而後，所有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各小組，進行第一階段的小組

12 以台灣為例，最早是在 2001年 11月針對二代健保議題舉辦了公民共識會
議，2002年則針對健保政策舉辦審議式民調活動。此後，不同組織陸續針對
代理孕母、稅制改革、死刑存廢等全國性議題，以及其他地方性議題多次舉

辦這類審議實作活動。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考林祐聖（2007）、林國明、陳東
升（2003）、陳東升（2006）、黃東益（2007）。
13 以下對審議式民調之簡介，綜合參考了 Ackerman and Fishkin（2003）、
Fishkin and Farrar（2005）、Fishkin and Lusk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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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每個小組包含 12到 15位參與者和一名主持人（moderator）。14 

在討論的過程裡，主持人不會限制參與者的發言內容或方式，但會視

情況節制每個人的發言時間，好讓所有參與者都有發言的機會。此

外，主持人會鼓勵小組成員提出不同的意見、維持相互尊重的討論氣

氛，並努力讓討論焦點集中在簡報素材或個別成員提供的不同觀點

上。在小組討論時間，每位成員還要提出一個可供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s）考量的問題，而後小組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得票

數最多的三個問題。

在第二階段的全體會議裡，由主辦單位邀請前來的專家學者、候

選人或政黨代表必須答覆各小組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通常不只是單

純的事實性問題（有對或錯的正確答案），還會涉及到各種政策選項

的可能結果和成本，以及可能蘊含的取捨等問題。

全體會議結束後，參與者回到原先討論的地點，進行最後一階段

的小組討論，評估全體會議中學者、候選人和政黨代表所做的答覆。

最後不進行投票，小組主持人也不需要做出任何實質性的總結。15 在

審議活動結束前，主辦單位會發下跟先前一樣相同內容的問卷，再次

調查參與者的立場與偏好。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將透過媒體公佈審

14 主持人來自各種背景，例如，婦女投票者聯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的義工、大學教授，以及國家議題論壇（National Issues Forums）或
研究界中富經驗的個人。他們事先已接受相關的訓練，充分瞭解審議式民調

的相關設計與觀點，並且被要求在討論過程裡必須保持中立、鼓勵廣泛的參

與、避免引導參與者之間的共識、維持討論時的秩序和氣氛。參考 Fishkin 
and Farrar（2005: 73-74）。
15 儘管在審議式民調這種制度設計裡，參與者無須做出集體決議，但它的經

驗性研究成果仍可在一定程度上證實審議民主的實作成果。湯普森指出，審

議式民調的參與者可被看成是參與導致審議決定過程的一個早期階段，他們

為全體人民做出政治決定預做準備。參考 Thompson（2008: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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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前後的民調改變結果，宣傳審議討論的過程，並追蹤後續的影響。

2.審議式民調的成效

審議式民調已在各國試辦超過 20次，有了以下的共同發現：16

（1）偏好的轉變

審議式民調的結果顯示，有超過半數以上的政策選項態度產生

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例如，英國在 1997年針對普選舉辦了審議式民

調活動。結果顯示，審議後支持保守黨和工黨的比例下降約 10%，

而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的支持率則增加約 10%。此外，

1996年美國德州曾針對用電效率法規舉行三次地方性的審議式民調

活動，調查參與者對該地區提供電力的幾種選項之偏好。三次的活動

結果顯示出相同的模式：選擇風力和太陽能等再生性能源作為優先選

擇的比率顯著下降（三次的結果分別是：從 67%掉到 16%、從 71%

掉到 35%、從 67%掉到 28%），這是民意上的重大變化。

此外，參與者的偏好會朝向更符合公共利益與社會正義的方向發

生變化。例如，在德州的審議活動裡，參與者被問到是否願意為了推

動保護自然資源措施或幫助窮人的計畫，而增加每個月的電費支出。

在活動結束時，多數參與者表示願意為了上述目的，增加自己的支

出（三次的結果分別是：從 58%上升到 81%、從 56%上升到 90%、

從 52%上升到 84%），相較於審議前的支持比例有著大幅的增加

16 本文無法詳細介紹各國試辦審議式民調活動後得出的各種成果。如欲

瞭解更多試辦成果和統計數據，可參考 Fishkin（1997），以及審議民主中
心（Center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DD）網站中提供的資訊，網址：
http://cdd.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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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kin, 1997: 200-203, 220）。南韓在 2011年針對南北韓統一問題

舉辦審議式民調活動。經審議過後，有近八成的參與者支持「不管核

武問題，持續為北韓提供人道援助」（支持比例從 43%上升到 78%）

（Fishkin, 2012）。這樣的結果顯示，良好的審議制度設計能夠讓個人

在討論的過程改變偏好，也更願意關心公共利益。

（2）對資訊與不同觀點的更充分瞭解

比較參與者在審議前後對一些事實問題的回答結果發現，他們對

討論議題的相關資訊獲得了更充分的瞭解。當然，並非所有參與者都

能掌握到所有事實，但多數審議式民調的實施結果都得出顯著的統計

差異。例如，澳洲在 1999年針對要不要以公民投票方式來決定是否

轉為共和政體的問題，舉辦審議式民調活動。經審議過後，能夠正確

回答「根據該公投提案，首相可以在任何時候罷免總統，但事後必

須得到代表大會的批准」之比率，從 16%上升到 73%（Fishkin and 

Luskin, 2005: 291）。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參與者對相關資訊的更充分瞭解跟他們的

偏好改變有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例如，在德州的審議活動裡，多數

參與者一開始都偏好再生性能源。然而，當他們在審議過程裡瞭解到

利用風力和太陽能等再生性能源作為主要電力供應來源，可能產生相

當複雜的問題，而傳統的發電方式能夠提供如同再生性能源一樣的環

境價值，且在成本上更有效率時，許多參與者最後改變了想法，轉而

支持傳統的發電方式（三次的結果分別是：從 11%上升到 46%、從

7%上升到 31%、從 16%上升到 50%）（Fishkin, 1997: 202）。

參與者在經驗和道德反思範圍方面的擴展，也是造成偏好改變的

另一個重要原因。由於審議式民調是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擇參與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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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所以討論環境中包含了適當的異質性，這讓參與者有更多機

會接觸到他們過去不瞭解的觀點。以美國康乃狄克州紐哈芬市（New 

Haven）在 2002年針對跨城鎮共享房地產稅收議題所舉辦的審議式

民調活動為例，在討論期間，來自紐哈芬市較富有城鎮的參與者聽到

沒那麼富裕的城鎮居民的觀點。後者居住的城鎮被迫要提高稅賦，以

因應社會福利的需要。由於瞭解到其他城鎮居民的生活經驗，參與者

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立場：在最初的民調中，80%的人認為

應該由每個城鎮來掌控自己的稅收，但審議過後，只剩 42%的人持

這樣的觀點（Fishkin and Farrar, 2005: 69）。上述結果顯示出，良好的

審議能夠產生集思廣益與轉換偏好的效果。

（3）克服理性的無知

前文曾經指出，加總民主觀可能導致公民處於理性的無知狀態。

而審議式民調的成果顯示，良好的審議經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這

個問題。審議式民調在參與者的抽樣方面是在幾百人中抽一人，並且

在小組討論期間，每個人都有充分的發言機會，這讓參與者相信所有

人的意見都很重要（Fishkin, 2002: 232）。許多參與者表示願意參與後

續的相關討論和會議。此外，紐哈芬市的經驗顯示，審議能夠改善人

們對參與政治議題的冷漠態度。在 2002年舉辦審議式民調活動時，

主辦單位原先預估有 250位居民會來參加，但最後只有 133人實際出

席。不過，經過活動的成功舉辦和事後的成果宣傳，2004年針對其

他議題舉辦審議式民調活動時，原本預計有 175名參與者，結果卻來

了 242人（Fishkin and Farrar, 2005: 68-70）。國內學者針對另一種審

議實作機制─公民共識會議─所做的經驗性研究也發現，審議

的經驗提高了參與者關心與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意願（林國明、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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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2003，頁 103-106）。

艾克曼和費雪肯指出，審議式民調的設計可以促使公民獲得繼續

對話的動機。在審議日之後，當參與審議的那些人在家裡和辦公室分

享他們的經驗時，將很自然地掀起一股對話的熱潮。人們將相互詢問

一些在審議日當天沒機會提出的問題，而這又會引發更多交談、學習

和思考（Ackerman and Fishkin, 2003: 25）。史密斯和威爾斯（Corinne 

Wales）針對「公民陪審團」這種審議實作機制的實施成果進行分

析，也發現類似的態度轉變。他們認為，促成這種轉變的重要因素可

能是政治效能感：公民對他們參與和影響政治決策程序的能力感覺到

的信心程度增加（Smith and Wales, 2002: 170-171）。17 就此而言，我

17 不過，並非所有審議實作機制的實施成果都顯示出審議經驗跟參與意願有

正相關的關係。例如，穆茨（D. C. Mutz）針對美國政治網絡所做的經驗性
研究顯示，當公民跟持不同意見者討論得越多，他們就越缺乏參與討論的意

願。換言之，他們審議得越多，參與的意願就越少。可能的原因是，審議鼓

勵的節制態度減弱了參與動機，反對者似乎比較不像敵人，所以推動參與者

去指出對方缺點的動力就沒有那麼急迫。此外，當公民在跟持對立立場者做

討論時，他們發現自己的觀點不斷被挑戰而不是被增強，這也可能減低參與

審議的意願（引述自 Thompson, 2008: 512）。
 筆者認為，審議實作機制的設計是否能夠提升參與者的政治效能感（即對

政策決定的影響力），以及討論的情境脈絡和氣氛是否良好，可能是造成有

些實作機制（例如費雪肯的審議式民調，林國明、陳東升研究的公民共識會

議，以及史密斯和威爾斯研究的公民陪審團）能夠提升審議者的參與意願，

但有些（例如穆茨的審議實作設計）卻產生審議和參與的價值發生衝突情況

的重要原因。對此，湯普森指出，參與和審議之間的衝突並非普遍存在於所

有審議情境。學者們必須更深入、廣泛地探討相關問題。例如，對於參與和

審議之間的衝突有多普遍，我們目前瞭解得還不夠多─在何種特殊條件

下，它比較可能或不可能出現。在討論哪類議題時它比較可能出現？一般公

民之間的討論是否比政治領導人之間的討論更常出現？在非形式的互動裡是

否比在形式的制度裡更頻繁出現？應該如何組織審議論壇，以避免或減少這

樣的衝突？這些問題仍有待更多經驗性研究來加以解答，如此，審議民主理

論的學者才能評估衝突的情況有多嚴重，以及要採取什麼步驟來克服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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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說，審議實作的設計若能讓參與者感覺到自己有可能對政策決

定產生實質的影響力（即達成古德曼和湯普森所說的，以決策為導向

的審議），將可改變他們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的動機，因而在一定程度

上減少理性的無知，扭轉原先的政治冷漠態度。

各國舉辦審議式民調的成果顯示，只要能夠提供充分的資訊及氣

氛良好的異質審議環境，讓公民實際參與審議過程，那麼審議能夠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參與者對公共議題的瞭解，發揮轉換個人偏好等穩定

性功能。不過，這類審議實作機制目前仍處於試辦與實驗的階段，對

於該如何將之推廣到更大範圍的公民審議、強化審議結果對政策決議

的影響力等問題，仍有持續努力和改善的空間。18 但無論如何，這類

審議制度設計及其實施成果顯示，如果能夠在審議民主的規範理論基

礎上，輔以適當的實作設計，那麼審議民主並非烏托邦式的理想，它

有可能落實在真實的民主政治裡，並產生實質的改變。

考 Thompson（2008: 512-513）。
18 有經驗性研究指出，並非所有審議活動都能得出理想的成果，而且審議

民主理論和實作中也存在不同要素之間的潛在衝突。儘管許多經驗性研究對

審議的實作結果提出各種挑戰，但筆者認為，這不表示我們應該就此放棄審

議民主。因為相較於傳統的民主理論（加總民主觀），審議民主觀仍是更具

正當性且更能適當因應多元社會的政治歧見的公共決策方式。我們要做的是

像湯普森所說的，正視經驗性研究指出的，在審議的重要價值之間的緊張關

係，並進一步修正理論，依據規範性理論的考量（例如人類尊嚴的概念、對

社會合作公平條件的瞭解）在衝突的價值之間做出選擇。湯普森強調，最終

決定任何衝突的重要性及處理它的適當模式的，是審議民主的規範理論而非

相關的經驗性研究。參考 Thompson（2008: 5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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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由於資源的匱乏、自利考量、價值衝突和判斷的負擔，人們普遍

對公共政策存有深刻的歧見。此時該如何促使公民願意接受並遵守最

後制訂出來的政策規範，是當代多元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根據本文

的分析，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能夠避免加總民主觀的可能

問題，並發揮五種穩定性功能，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多元社會

的政治穩定。首先，審議可以產生集思廣益的效果，讓公民獲得對公

共政策相關資訊與不同觀點的更充分瞭解，或構思出新的解決辦法。

其次，審議具有轉換效果，它能夠改變公民的偏好，從原先僅關注自

利轉向公共利益的考量。第三，審議具有教化效果，可促使公民在討

論過程裡展現相互尊重的態度。第四，審議具有正當化效果，其使得

經審議而後投票所制定出來的政策兼具規範和經驗意義下的正當性，

於是比較能夠被公民接受。最後，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動態性主張

有助於提高公民（特別是那些在投票中落敗的人們）接受和遵守政策

決議的意願。

我們可以說，面對多元社會裡的政治歧見，其中有些可以透過審

議來縮小歧見的範圍，像是出於資訊不足、自利的考量、顯然違反道

德的信念（例如歧視特定弱勢族群的訴求）所產生的歧見，可能透過

審議的各種穩定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但有些歧見是無法化解

的，例如在墮胎合法化、死刑存廢等政策爭議裡存在的「審議的歧

見」。此時從事審議的主要目標不在於縮小歧見的範圍，而是透過提

出證成理由的過程，促進各方的相互瞭解與尊重，對可能的解決辦法

保持開放態度，並透過審議的動態性確保未來重新檢視或修正政策的

可能性。審議民主所強調的相互證成可以提供公民接受政策決議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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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進而提高遵守相關規範的意願，於是能夠促進出於正當理由

的政治穩定性。

至於批評者對古德曼和湯普森的理論所提出的挑戰，本文指出，

「審議可能擴大政治衝突，因而無助於穩定」這個批評無法成立。因

為相較於其他處理衝突的方法，審議能夠讓那些具道德正當理由的不

同意見有表達的機會；即使無法保證產生共識，但放棄審議只會使得

歧見持續存在，永遠不可能化解。至於批評者指出，古德曼和湯普森

的理論缺乏實作機制，故不具可行性，筆者同意這項批評確實反映

出他們的審議觀在解決穩定性問題方面的限制。若要改善可行性的問

題，本文指出，我們必須在古德曼和湯普森的審議民主理論基礎上，

輔以公民參與審議的實作機制，才能使得審議民主真正發揮確保多元

社會穩定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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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y, citizens frequently disagree about 

variou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policies. The problem of stability 

presents a challenge for every contemporary pluralist society. The 

problem we are faced with is how citizens can be motivated to accept 

and comply with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voluntarily, even if they affirm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morality and good.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formulate how and to what extent the concep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oposed by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 can secure 

the stability of a pluralist society. I will point out that public deliberation 

can produce a brainstorming effect, transform individuals’ preferences 

from private interests to public interests, promote mutual respect between 

citizens, and confer legitimacy on the results of policy-making. These 

effects can mitigate political disagreement and make citizens more willing 

to support or comply with the ultimate results. Moreover, Gutmann and 

Thompson argue that the deliberative process is dynamic, which is also 

conducive to stability. However, their theory lacks practical mechanisms, 

and such mechanisms should be offered as supplemen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abilizing functions of public de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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